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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7]摘要：通过文献调研方法综述美国生态风险评价发展历程及评价框架。从重金属污染物、有机污染物、自然灾害及社会开发活动三方面评述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结果表征及评价结果应用。基于生态风险评价进展，提出加强我国生态毒性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库建设、建立全过程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提高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加强不确定性分析等建议，为长效生态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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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e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reviewe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results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are reviewed from three aspects: heavy metal pollutants, organic pollutants,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rogress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accumulation of ecological toxicity data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in China, establish a full-process eco-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system, improve the comparability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and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uncertainties, etc., which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long-term ec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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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发展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风险问题日益得到重视。生态环境风险评价作为定量表征环境所承受风险大小的方法，能够有效评估生态系统承担的风险，或使发生的风险性降到最低[1-2]，对于环境管理决策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逐渐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热点和趋势。
1  生态环境风险评价发展历程和框架 
[bookmark: OLE_LINK15]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经过深入研究，明确了化学毒物进入环境后引起生态影响的机理，为生态风险评价奠定了基础。美国早期的生态风险评价基于红皮书——《风险评价在联邦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四步法为主要依据，即：危害鉴别、剂量-效应关系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3]。随后，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4]提出了基于人类健康风险评估指南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并解释了生态风险的概念：所谓生态风险，是指事件或灾害可能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部分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特指对非人类的生物体、种群和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生态风险评价，即是在生态系统受一个或多个胁迫因素影响后，对不利生态后果出现的可能性给予评估。此后，USEPA[5]于1998年通过一系列专题和案例研究，正式颁布了《生态风险评价指南》，将生态风险评估过程分为3个阶段：问题形成、分析、风险表征（见图1），在整个评价流程中，不仅考虑风险评估员和管理者的意见，还会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
21世纪初，生态风险评价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阶段，是对多风险源、多风险受体的综合生态风险评价，评价工作更多从生态系统角度出发，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更加侧重选取定量模型进行评价。其实早在1993年，Hunsaker[6]就提到了区域性生态风险评价，讨论了指标框架，并指出区域尺度的生态风险评价是未来发展的方向。Landis等[7]和Wiegers等[8]具体解释了区域尺度生态风险评价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区域相对风险评价模型，结合当时的空间统计方法以及确定性分析方法，为由于评价区域扩大而导致风险源复杂化的综合评价提出了解决途径[9]。Barnthouse等[10]对生态风险评价领域关于数学模型的作用和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综述，同时从区域和个体两种研究尺度提出并建立了适用于生态风险管理的评价模型。
图1改正：“压力-响应”之间改为短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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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美国生态风险评价框架
2  生态环境风险评价进展与应用
随着生态风险评价尺度扩大，风险源复杂化，风险受体层次扩展，评价工作更多需要面对的是复合类风险源。目前，生态风险评价从风险源角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以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中的一种或多种为风险源，基于污染物对生物体产生的毒性效应和生态风险进行评价；而另一类则是宏观尺度的风险源，主要评价旱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土地利用、资源过度开发等带来的生态风险。同时，现阶段的评价工作已不单纯依靠生态毒理学实验，而是将实验与模型模拟两者结合，针对评价生态系统中若干个组分的风险，采用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2.1 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 
重金属指比重大于5 g/cm3 的金属元素。随着工业生产活动加剧，大量重金属污染物进入水体、土壤、大气环境，这些元素具有潜在毒性，难于分解，进入环境后长期存在，且其可以进入食物网，通过食物链进行生物累积和生物放大，并可能最终进入人体，在某些器官内累积造成慢性中毒，因此，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11-12]。重金属生态环境风险评价，通常基于研究区域的重金属实际监测值与背景值对比，选取超出背景值的重金属元素作为研究对象。目前，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主要集中在Cr、Cu、Zn、Pb、Ni、As、Hg等重金属元素上，也有学者对Fe、Sb、Tl、Bi等重金属开展过评价[13]。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地累积指数法、内梅罗指数法是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应用较多的方法。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是利用沉积学原理评价重金属污染状况及对生物的影响[14-15]，同时将重金属毒性及其在沉积物中迁移转化，以及生态系统对重金属污染的敏感性都量化并校正，得到所需的计算参数，综合考虑了多种元素毒性的加和作用，消除了区域差异影响，适合对大区域范围内不同来源沉积物之间进行评价比较，可以相对全面地评价重金属污染情况；但是此方法中所需的毒性系数只考虑到常见的重金属，一些特定重金属元素无法纳入其中。地累积指数，又称Mull指数，被广泛应用于对沉积物或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考虑了岩石差异、成岩作用引起的重金属背景值波动造成的影响[16]。内梅罗指数法是一种基于单因子指数法的综合指数评价方法，反映了各污染物对土壤的作用，同时突出了高浓度污染物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避免高浓度的重金属元素由于平均作用而减弱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17]；但是此次方法未考虑不同重金属的毒性，并且重金属含量浓度过高或过低、异常值对最后的结果影响较大。
也有学者对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进行了完善，如Wang等人[18]深入研究了Hakanson原理，计算得到Sb的毒性系数，扩展了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的应用范围；Zhuang等[19]在南四湖生态风险评价中完善了Be、Sb、Tl的毒性系数。还有部分学者构建了新的方法体系，如Shi等[20]采用概率风险方法，通过比较暴露的频率分布与相应物种敏感性分布得出所需毒性阈值，评估了环渤海北部地区不同组成成分（如土壤、河水和沉积物、沿海水和沉积物等）中，Cd造成的生态风险；Li等[21]_与文后文献不符！基于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简单生物有效度提取试验和三角模糊数，构建了概率综合生态风险评估指数。
排序与指数分级是一种对定量评价直观有效的风险表征方法，各级别风险的阈值可以参考经典方法中的数值，也可使用政策法规中的标准值。例如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中，单项污染物的生态风险指数（）可分为5级：＜40，低；40≤＜80，中；80≤＜160，较重；160≤＜320，重；≥320，严重。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可分为4个层次：RI<135，低；135≤RI<265，中等；265≤RI<525，重；RI≥525，严重。
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在国内外流域均有应用，如多哈扎尔河、海河、辽河等。Yarahmadi等[21]采用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多哈扎尔河展开研究，该河流域重金属元素生态风险顺序为As＞Pb＞Zn＞Cr＞Cu，As为主要污染物；且根据潜在风险指数分级标准，大部分地区重金属综合指数都属于低等级范围。Ke等[22]结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地累积指数法两种方法，评价了辽河保护区的7种重金属潜在风险，得到其造成风险的顺序为：Cd> As>Cu> Ni> Pb> Cr> Zn，同时推测Cd和Zn主要来自农业源，而Cu、Cr和Ni为天然来源。吕书丛等[23]对海河流域10个入海河口展开研究，发现Pb、Cu、Zn、Cd、Cr 、Ni 等6种重金属都超过背景值，有明显累积现象，且不同重金属的风险峰值分布并不相同，揭示了重金属污染的空间异质性。周棉[24]结合单项污染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法对水库底泥中的9种重金属进行风险评价，发现Cd、Mn的风险最大，且河流入库口是污染最重的区域。李发文等[25]则结合地质累积指数法与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Cd、Cu、Pb、Zn、Cr、Mn、As和Hg 等8种重金属在漓江市区段饮用水源地沉积物中，Hg存在的风险最大。
2.2 有机污染物生态环境风险评价
 对有机污染物的生态风险评价主要集中于有机农药、多环芳烃以及抗生素类药品等。自滴滴涕被禁止以来，有机农药就被列入环境黑名单中，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自身毒性、不易分解、生物累积性及其对环境和人体产生的一系列损害而备受关注，其中尤以多环芳烃(PAHs)为甚；同时，一些有机污染物具有三致或内分泌干扰作用，极大地危害着人类健康和水生生物[26]。
目前有机污染物生态风险评价应用最多的是商值法，其适用于单一化合物的毒性效应评估。商值法是将实际监测或由模型估算出的环境暴露浓度(EEC或PEC)与该物质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或毒性数据（如半数致死浓度LC50、半数效应浓度EC50等）相比，计算得到风险商值(RQ)的方法[27]。在EEC或PEC 确定上，Pereira等[28]基于稻田水的实验室毒性测试和单个物种毒性数据，通过RICEWQ模型得到吡虫啉PEC；Lyndall等[29]对明尼苏达州湖泊和河流中三氯生（C12H7Cl3O2）的研究中，采用平衡标准模型和食物网生物累积模型结合，预测了三氯生环境暴露浓度。确定污染物的PNEC也是评价关键，在确定PNEC研究上，物种敏感度分布法是一种高可信度的外推方法[30]。当可获得的毒性数据较多时，通过对毒性数据分析，使其与分布曲线拟合，构建横轴为毒性浓度、纵轴为累积概率的物种敏感度分布曲线，进而确定PNEC，以保护生态系统大多数物种的污染物浓度。韩文辉等[31]从USEPA毒性数据库收集污染物对藻、溞、鱼的急性毒性数据（LC50、EC50）和大于7天的慢性毒性数据(NOEC)，选取合适的评价因子推算水体中污染物的PNEC。
也有学者采用指标体系法进行有机物生态风险评价，如Li等[32]研究了发色溶解有机物（CDOM）引发的生态脆弱性，参照自然灾害风险形成理论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从生态敏感性、生态压力和自我恢复能力3个方面对CDOM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
在风险商值法评估结果的表征中，通常风险商数值大于1表示存在风险，且比值越大风险越大；比值小于 1 则安全。Kalf等[33]针对PAHs提出了改进的风险商值法生态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则，分别计算低风险商值与高风险商值，当低风险商值小于1时，表明研究区污染轻微，可以忽略；当低风险商值大于1且高风险商值小于1时，表示研究区处于中度污染水平；若低风险商值和高风险商值两者都大于1，则表示研究区污染严重，必须采取相关措施。Hernando等[34]提出风险商值小于0.1为最低风险，介于0.1～1之间为中等风险，大于1则为高风险。王成龙等[35]开展了长江流域水体中的PAHs生态风险评价，按照Kalf 等[33]的方法对风险商值的分级进行表征，发现长江流域的PAHs具有相对较高的生态风险，生态风险商值的最高值出现在乌江站，长江流域下游的生态风险相对较高；但是总体来说，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风险处于较低水平。秦延文等[36]研究了大辽河水体抗生素类污染物生态风险，按照Hernando等[34]提出的风险商值的分级进行表征，发现大部分抗生素在大辽河水体环境中构成的生态风险处于较高水平，抗生素在大辽河水体环境中的污染不容忽视。
2.3 自然灾害及社会开发活动生态风险评价
生态风险评价的尺度逐步扩大，除了有明确一种或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带来的生态风险，评价工作更多需要面对复合风险源评价整个研究区域是否存在风险，而目前这种风险来源主要有过度的社会开发活动以及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根据生态风险对象和目标，选择不同的指标构建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是目前使用较多的评价方法。李博等[37]通过构建综合灾害指数，研究了石羊河流域旱灾、水灾以及水土流失对植被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汪疆玮等[38]以干旱和洪涝为风险源，采用相对风险模型，从风险源、脆弱度和抗风险能力3个角度研究了漓江流域生态风险。巩杰等[39]选取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度作为衡量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程度指标，构建了流域生态风险综合指数来评价人类活动给白龙江流域带来的生态风险。许妍等[40]从风险源、生境、风险受体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基于流域生态风险发生机理及概念模型构建了危险度-脆弱度-损失度评价模型。沈新平等[41]通过“压力-响应”模式量化城市化、生活和气候变化等外界压力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建立了基于生态系统水平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评价了洞庭湖的生态风险。王若凡等[42]根据生态风险定义的概念模型，将生态风险从风险发生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两方面进行具体化，建立了黑河流域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宏观尺度生态风险评价表征也多采用指数分级法，一般结合ArcGIS等空间分析[39-40]。巩杰等[39]通过空间采样和地统计空间插值对所构建指数分级，得到了白龙江流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规律：白龙江流域北部和东部生态风险较高，而流域西部和南部山区则属于较低风险区和低风险区；同时将生态风险细化到县区行政区域，研究表明武都区人类活动集中，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人类活动干扰较严重，存在较高生态风险。许妍等[40]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太湖流域生态风险程度划分为5级，结合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研究显示太湖流域空间差异显著，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主要可分为三大区域：高生态风险区不仅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且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属于高危险度-高脆弱度-高损失度区域；中等生态风险区域主要为农业灌溉区，是属于中危险度-高脆弱度-中损失度区域；苕溪流域为低和较低生态风险区，属于太湖流域上游区，人口较为稀疏，景观完整度高且经济较为落后，是低危险度-低脆弱度-低损失度区域。
3  展望
生态风险评价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评价方法与评价程序逐渐成熟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或改进。
（1）生态环境风险逐渐纳入常态化管理范畴，但生态环境风险相关理论、评价技术方法规范、管理政策等还非常缺乏，难以在宏观层面指导、规范生态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结合流域、区域生态环境风险评价探索，应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技术方法与规范，构建动态生态环境风险管理数据库与长效管理机制，研究建立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2）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主要集中在Cr、Cu、Zn、Pb、Ni、As、Hg等污染物，对其他重金属的生态风险评价比较少；污染物毒性数据及模型参数多引用国外成果，如USEPA的生态毒性数据库ECOTOX、荷兰的e-tox Base、Elsevier公司的ECOTOX-CD等。由于风险受体与暴露水平的差异，直接参考国外毒性数据可能导致评价结果偏差，因此，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强本土生态毒性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库建设，尤其是多种风险源共同作用、相互影响时的毒性评估；此外，污染物的毒性并不仅决定于其在水体、沉积物或者某种介质中的浓度，更在于其作用于生物体的浓度，因此生物利用度是决定金属毒性的重要因素，需要更多实践方法的支持。
（3）在已有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中，区域之间的生态风险等级不具有可比性，只能进行区域内部相对风险等级的评定，还未建立起一致的、通用的评价指标，且大多采用综合指数来衡量。深入开展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最基本构成元素的探讨，将有助于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可比性的提高。
（4）生态风险评价中各阶段的不确定分析和研究亟待加强。生态风险评价因子选择、统计方法或统计模型的选择、生态系统模拟中各要素的设置以及生态风险模型的构建和参数确定等都存在随机性和主观选择，会给评价结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建立有效的不确定分析方法来降低风险评价中的不确定性，是生态风险评价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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